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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至民国初年，中俄为争夺外蒙电报进行了多次交锋。中国在争夺过程中表现的十分尽力，然而俄国一旦

以主权相要挟，中国只得就范。俄国在外蒙以电报进行技术侵略，表现出掩饰性、两面性与妥协性的帝国主义技术

侵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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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清代乾隆年间便设有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

参赞大臣，分区管辖，经略外蒙。外蒙古地处蒙古高原北部，幅员辽阔，东与黑龙江将军辖地毗邻，

西与新疆相连，向南是内蒙古地区，北与俄国接壤，对中俄两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沙俄对这片

本属中国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 17 世纪 40 年代，俄国在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转而把侵略的重点

放在亚洲的中国一面，积极向外蒙地区进行势力扩张，不断蚕食我国喀尔喀领土。后经康熙、雍正

两朝政府坚决抵抗，中俄两方前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两国关系回暖，沙俄侵略

野心暂得遏制。[1]有鉴于此，清政府视外蒙古为边疆重地，康熙时代就在这里建立了完善的台站系

统，便于各种信息的上下传递，以资军情。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为维持其统治，开展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师夷

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下，有线电报技术引进中国，近代电讯事业在古老的大地上迅速发展，逐渐取

代落后的台站系统。到 19 世纪末，全国各重要城市均有电报相连，以通消息。在短短十余年间，中

国有线电报架设“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

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 22 行省，并及朝鲜外藩。”[2]鉴于外蒙古地位之重要，1896 年清政府令

邮传部在库伦设立邮电局，架设有线电报。1897-1899 年间，逐渐建立起自北京起，沿途经张家口、

滂江、叨林、库伦、恰克图，全长 2194 公里的有线电报线。有线电报也许是外蒙仅有的近代科技文

明。[3]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三地电报相通，极大的方便了内地与外蒙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信息

的交流，同时也利于中、俄贸易的增长以及旅蒙商在外蒙的商业活动。1907 年 11 月，邮传部以“乌

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向用传骑通递文件，殊形不便”，决定在此新设电报线，并派遣技术人员前往

外蒙勘测线路。[4] 

清政府加强对外蒙控制的同时，沙俄政府也加紧了侵略的步伐。中俄两方就外蒙电报控制权进

行了数次针锋相对的斗争。关于这场涉及电报权争夺的过程，除刘国俊在其学位论文《1914 年——

1915 年恰克图谈判与<中俄蒙协约>》[5]中有简单叙述外，学界鲜有提及。本文串通史料，期望将

中俄争夺外蒙电报线的过程做一清晰叙述，并将其作为技术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一、沙俄占据外蒙电报局 

早在 1862 年，俄国公使把留捷克就向清政府提出照会，希望将俄国东方电线由西伯利亚经恰

克图和北京架设到天津。[6]此项提议名为发展中俄贸易，实则将外蒙通讯纳入俄国东方电线系统，

加速沙俄对外蒙的控制。但是清政府最终没有答应此项请求，沙俄阴谋破产。19 世纪末，清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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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外蒙之间建立起自己的有线电报网，由于当时清政府仍然实际掌握外蒙的统治权，俄国政府

不敢明目张胆的侵占外蒙电报，于是以参与维修电报线为借口，妄图插手外蒙电报事业。 

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九，外务部向邮传部发函，称俄国要求派技师修理北京至恰克图电线，

“今春之修理，及将来之零修，必须拣派熟谙电政之欧工师，始能实有利益”。中方对俄方这种无理

要求给予坚决拒绝。十五日，邮传部答复称:“派员修理电线，或用华工师，或用洋工师，均系中国

自有之特权，此次修理张家口至恰克图电线，前据上海电政局察请，委派熟谙电政工程之华员杨桂

清等承办，业经本部批准在案，俄使所商指定拣派欧工师一节，碍难照准。至电局雇用之电工各工

程师，或查勘线路，或办理工程，均由电政局随时察准，拣选调派，或用华员，或用洋员，均使各

该工程师，各尽其相当之职任，本部只视其适用与否，本无华洋员之分，张恰电线，是否通畅，责

在电局，可以过问，至用人一节，俄使未便干预，以重主权，而清界限。”十九日，外务部回复俄使:

“修理京恰线派欧籍工程师碍难照允。”[7]沙俄阴谋又未得逞。 

鉴于沙俄政府侵占我西北、东北、外蒙之心日盛，为了及时、准确的掌握北部边疆动态，邮传

部“议决即日选派熟悉邮政人员赴新疆、蒙古等处添设邮局”，同时“又拟在边省及蒙藏等处，开设

邮政学堂，招收生徒，教以邮政各事”[8],积极培养熟悉电报技术的中国人员，避免外人插手我邮

电事务。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局动乱，外蒙各王、公、扎萨克、喇嘛等趁乱推举哲布尊丹巴为

帝，宣布独立。蒙兵驱赶驻扎在外蒙的中方官吏、接手中方产业，其中就包括邮电局。 

暴乱之初，库伦电报局官员与蒙兵交涉，称交通机关并非行政机关，请求保护，蒙兵应允。电

报照常通报，虽然有蒙兵监视，但外蒙消息仍可以及时传递给中央政府。后内地报纸登载外蒙消息，

宣称接收到库伦密电，外蒙政府方知电报之事重大，决定强占电报局。1911 年 11 月 17 日中午，俄

国官员带领外蒙士兵冲入电报局，称奉蒙古政府命令，接手电报局一切事务，俄人“以保存电报线

为先”，控制库伦电报局。恰克图电报局，也在 19 日被蒙俄官兵接收。[9] 

二、沙俄获取外蒙电报线路架设权 

沙俄一方面掌控外蒙现有电报线路，另一方面则希望独享在外蒙新建电报线路的权利，以便掌

控外蒙通讯系统。外蒙宣布独立之后，积极向俄国寻求政治、军事，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俄国的

援助自然不是无偿的，在发展外蒙经济的幌子下，俄国抛出了铁路条约和电报条约，美其名曰增加

外蒙经济收入，促进当地科技水平的发展，实际上是将外蒙的交通、通讯命脉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

中，以满足自己经济利益与殖民统治的需要。 

电报条约主要内容是由俄国提供贷款，架设孟达至乌里雅苏台间的电报线。1914 年 3 月 14 日，

外蒙内阁对这条电报条约进行讨论之后，做出了请求俄国政府改变电报线路，架设从科什阿加奇到

科布多，再到乌里雅苏台，最后延至库伦的电报线的决定。俄国驻外蒙外交代表密勒尔对这项决定

十分不满。俄蒙双方就电报线的架设进行了多次协商，密勒尔对外蒙总理大臣三音诺彦汗软硬兼施，

而后者也破费心机的与之周旋。 

密勒尔首先劝说三音诺彦汗，称架设孟达至乌里雅苏台之间的电报线需时不多，而且一旦投入

使用，蒙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电报与地方当局建立联系，同时俄蒙之间的贸易也因为有了电报而快

速发展，这使得电报收益十分可观，蒙古政府在维护统治、增加收入上都因这条电报线的架设而得

利。所以说，无论从技术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不应该改变这条电报线路。密勒尔在向三音诺彦汗描

述架设这条电报线美好前景的同时，威胁他说，外蒙内阁的决定将会给俄国政府留下不良印象，而

且会影响其它协议的签署。[10] 

然而密勒尔的理由没有说服外蒙高官。三音诺彦汗及杭达亲王口头上允诺重新修改蒙古内阁对

架设孟达——乌里雅苏台电线让与权，然而在递交给密勒尔的外交照会中依然拒绝俄国的要求，同

时表达蒙古对俄国坚贞不渝的友谊。这使得密勒尔十分恼火，他强调蒙古政府应当用实际行动而不



 

3 
 

是语言来表示所谓的友谊，甚至用警告的语气称蒙古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对俄国的敌视方针，这可能

会给新政府带来不愉快的后果。[11] 

另一方面，外蒙内阁的坚决态度，也使密勒尔感觉只凭空洞的美好前景是达不到帝国目的，实

实在在的援助才是重要的。他将拨付给外蒙政府急需的武器、贷款等巨大帮助与铁路条约、电线条

约放在一起，与外蒙政府进行谈判，如此一来，他深信对方没有理由避而不签孟达至乌里雅苏台电

线架设条约。[12]俄国政府对密勒尔的想法大力支持。俄国政府接受了密勒尔的贷款方案，同时陆

军部也同意拨付外蒙武器，因此，俄方“有理由期望蒙古政府珍视给予它的巨大帮助，并按所期望

之意思解决铁道条约及电线条约问题。”[13]果不出密勒尔所料，在巨大援助的诱惑下，外蒙政府就

贷款、武器事宜与俄国代表进行讨价还价的同时，不得不重新考虑签署电线条约了。 

8 月 1 日，外蒙政府接受了电报条约，但是“因对铁道条约最后一条固执己见，使新贷款合同

及架设孟达——乌里雅苏台电线合同之签署受阻。”[14]不过这种“固执己见”在金钱、武器的诱惑

面前不会长时间存在，外蒙政府最终于 9 月 30 日同俄国专使密勒尔签署了“帝国政府对措辞业表赞

同的四个条约”，即铁路条约、电报条约、三百万合同贷款条约和购买武器合同。[15] 

电报协议的实质是外蒙以电报权换取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外蒙得到了他们需要

的武器、贷款以及俄国政治上的支持，而俄国掌握了外蒙的通讯系统，这将成为沙俄进一步控制外

蒙的基础。然而，俄蒙双方协议却损害了中国政府在外蒙的主权，中方代表在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

议上就维护中国政府在外蒙的主权与俄、蒙代表进行激烈的斗争。 

三、中俄两国争夺外蒙电报权 

1914 年 9 月 8 日，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召开。俄蒙绕开三方会谈签订电报协议的举动令中国

政府十分不满。中方代表在协约草案的第二十二条中明确提出，外蒙的铁路电线邮政，应由中央政

府办理，并在 11 月 26 日第十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铁路、邮电权涉及国防安全，不应当列入外蒙

自治权范围内，并举法国在安南有邮政为例，证明铁路、邮电为宗主权的一部分，要求由中央政府

办理外蒙的铁路、电报、邮政事务。外蒙专使坚持认为邮电属于商务，而中俄声明承认外蒙有整理

工商事务权，所以认定管理邮电是其自治权之一，但是，出于表示与中国政府亲睦之意，中国在外

蒙已经架设的恰克图、库伦、张家口之间的电报线由中国继续经营。俄国专使亦表示外蒙有自行管

理邮电的权利。[16]中蒙争论的关键在邮电权是否属于外蒙自治范围，所以在第十八次会议上，俄

国专使提议暂时先将铁路邮电问题不列入外蒙自治权范围之内，中、蒙两方均无异议，但随后的谈

判在铁路、邮电权上又起冲突。于是在 12 月 3 日第十九次会议上三方首先讨论邮政问题。 

会议之初，中国专使认为俄国在外蒙有权设立邮电局，中国也应当具有同种权利。俄、蒙专使

辩称此项权利是指私人自办邮政。中国专使驳斥称，私人尚有办理邮电的权利，中国作为外蒙宗主

国，更应该有设立邮政的权力，随即宣称中国政府有权在外蒙境内设立自己的邮政，外蒙政府也可

以自己设立邮政局，但不将后者写入协议。但外蒙专使仍然坚称邮政权属于外蒙自治权范围。双方

意见迥异，邮电问题只得延至下次会议讨论。 

此时中国代表在外蒙邮电权上的谈判有理有据，已占主动。当天密勒尔就将中方以及俄蒙两方

对于外蒙邮电权归属问题的主张向俄国政府进行了汇报，又于 8 日就中方在邮电问题上的“不妥协

论点”向外交部寻求指示。[17]当天俄国外交部回复密勒尔，授意他在会议上发表声明，称三方会

议上俄国专使无权讨论邮电问题。于是 10 日第二十次会议一开始，密勒尔便以自己无全权讨论外蒙

铁路、邮电问题为借口，阻挠三方关于外蒙邮电权的谈判。中方代表立即驳斥，称上述问题在会上

已经讨论多次，况且各方都提有条文，铁路、邮电是否划归外蒙内政，应该在会议上解决。两方相

持不下，不欢而散。 

当晚，陈箓便电告外交部，“邮电条文讨论已有头绪，俄使遽行取消，迹近有意破坏。……似此

外蒙权利（铁路邮电权），俄已垄断殆尽，如必迁就了事，只有讨论虚文，不如暂行停议，另择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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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图补救。”15 日，外交部回电：“铁路邮政问题，若会议难得要领，只有另备照会声明彼此不相干

涉，便可续议他款，免碍进行。”陈箓随即与密勒尔进行磋商，仍无进展。21 日陈箓实不得已，只

得按照外交部的指令互换照会，但密勒尔依然坚持他无权办理，需要请示俄方政府再做定夺。[18]

三方会议关于电报问题的谈判暂时搁置。  

1915 年 4 月 3 日，俄国外交大臣给密勒尔拟定了新的电线条款：“因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电线之

一段，经过自治外蒙古境内，故应作为自治外蒙官府完全之产业。关于在内外蒙交界处得设立中蒙

派员管理之转电局，递电收费章程及电线占有者分配进款等问题，由各方代表所组织之特别专门委

员会商定。”[19] 8 日，四十三次会议讨论诉讼条文时，密勒尔突然提出要求先行讨论外蒙电报问

题，中国专使顿感突然，严词拒绝，不允许讨论。11 日，密勒尔与陈箓会面，极力要求先商定电报

条文，并以“变更前议”相要挟。在随后的第四十四、四十五次会议上，密勒尔依然要求先议电报

条文，并在 16 日的第四十六次会议上将电报条文与诉讼、邮政、台站相关联，宣称如果电报条文如

不能使俄方满意，其他关条文“未必允准”。 [20] 

中方代表后数次力争，但密勒尔并不让步，屡屡以变更已签订之条款相威胁，陈箓等人虽感“气

愤填胸”，却无计可施。更有甚者，5月 15 日晚，密勒尔送来照会，将原议的邮政、台站两条变更，

16 日早，蒙古官兵又将恰克图中国邮电局查封。中方代表无奈之下，只好完全接受俄方电报条约。

28 日下午，在第四十八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二十二条《中俄蒙协议》，并在互换的照会中，要求中

国政府在《中俄蒙协议》签署后六个月内，将张家口、库伦、恰克图间电报线在外蒙范围内的一段

划归外蒙古官员管理，而中蒙电线连接点，则由中俄蒙电报专门委员会裁定。 

四、中国电报员入外蒙电报局工作 

恰克图会议结束，外蒙地位得以确定，中国名义上依然是外蒙宗主国，民国政府随即任命陈箓

为驻库伦办事大员，负责外蒙各项事宜。1915 年 11 月 18 日至 1916 年 1 月 24 日，电报三方会议在

俄总领事官邸内进行，中国代表为郭世钅荣 、恒宁生，俄国派内务部邮电股股长塞尔格参加会议，外蒙

则派内务衙门副长达尔汗亲王绷楚克车林为委员长，财务衙门参赞多勒嘎台公成德诚勋、镇国公朝

克图瓦其尔为会议委员。[21]会议本身已对中国掌握外蒙电报帮助甚微，陈箓将工作重点转向外蒙

外交长辅国公车林多尔济，希望通过他，积极促成外蒙电报局聘用中国电报员工作，如此中国政府

可以时刻获得外蒙重要消息，扭转目前不利处境，重新控制外蒙通讯。 

12 月 27 日下午车林拜访陈箓，陈箓借机与之商量将来外蒙各电局聘用华员工作一事。陈箓认

为外蒙电报局原来的华员已经熟悉外蒙电报业务，如果继续留在外蒙工作，“于外蒙利益甚多”。车

林大以为然。1916 年 2 月 12 日下午三钟，陈箓前往车林府邸，建议留用乌得、叨林两电局工作人

员，计局长二人，电报员五人，薪水等一切照旧。车林答应与外蒙政府协商。考虑到俄方一定会抵

制留用华员，20 日下午，陈箓又前往车林处，建议由中方电报员自行与外蒙官府订立合同，如此一

来，中国电报员入外蒙电报局工作只是私人行为，与中国政府无关，不与恰克图协约相抵触，俄国

自无话可说。[22]车林甚表同意。 

在种种好处面前，外蒙官府全体赞成留用七名中国电报员在外蒙电报局供事，陈箓致电交通部，

请派代表来库伦签订外蒙电报局聘请中国电报员在乌得、叨林及库伦电报局工作的合同。     

俄国岂会对中方的行为熟视无睹，29 日，俄总领事密勒尔给陈箓送去紧急照会，请求两方暂缓

签订合同，等密勒尔与陈箓会商后再办。当下密勒尔就将此事向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汇报，称聘

请中国官员为蒙古服务违背恰克图条约，并请求沙查诺夫通过中国政府对陈箓施加压力。俄国政府

经过会商后认为根据恰克图条约，中俄两国不得干涉外蒙内政，如果禁止外蒙政府骋请中国人工作，

那么中国也会要求俄国召回在外蒙供职的俄国人，如此一来不符合俄国利益的。但是，聘请中国人

工作也会损害俄国利益。在两难的情形下，沙查诺夫别无他法，只好给密勒尔回电，指示他通过威

逼利诱外蒙官员聘用俄国电报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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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外交部的指示，密勒尔当天就拜访陈箓，称外蒙电局聘用华员是中方干涉外蒙内政的行为，

俄方提出抗议，并请取销合同。陈箓回答这是外蒙官府与电员个人订立合同，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

情，而外蒙聘用工作人员，是外蒙的内政，中俄两国按约均不应干涉。密勒尔无言以辩，只得故伎

重演，转而威逼利诱外蒙官员，这招果然奏效，3 日下午，车林拜会陈箓，称：“聘用电员事，俄领

破坏甚力，外蒙为调停感情起见，拟聘用中国电员四人，俄国电员二人，以免两方争执，并乞愿谅

苦衷。”陈箓心知此事不可强求，况且外蒙电报局中国电员比俄国电员多，尚能掌控外蒙通讯，心愿

已足。 

五、对中俄争夺外蒙电报的评析 

中俄两国争夺外蒙电报权的实质，是中、俄两国争夺外蒙控制权，将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较

量，这可以看成技术与帝国主义的一个案例进行研究。然而，俄国与外蒙并非简单的帝国主义与殖

民地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外蒙原有宗主国①——中国的参与，所以在争夺过程中又体现出与殖民地

科学技术相区别的特征。[24]我们将从中国和俄国两方面就技术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进行评述。 

（一）中国——“尽力而为”争取权利 

作为原有宗主国，中国自然不会将本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拱手让与外人，虽然晚清政府、北京

政府都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势中，但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基本政治前提下，势必与俄国力争

外蒙控制权。但是，由于自身政治、军事力量的衰弱，这种争夺只能表现为“尽力而为”。 

俄、蒙官兵接收外蒙电报局后，中方积极安排部分电报员留任外蒙电报局，将外蒙军政情报及

时通知中央政府。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库伦，都是公开的秘密。俄国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致俄代理外

交大臣尼拉托夫的电报中提到：“关于库伦所发生之一切，看来中国政府经常得到库伦电报局长之情

报，他是中国间谍。”[25]俄国对蒙谈判全权代表廓索维慈抵达库伦，与蒙古众王公就俄蒙协议和商

务专条的签订进行协商，商谈结束时，廓索维慈提请众王公严守秘密，但是他自己知道这实在是不

可能的事情，因为“库伦政府之一切打算及决定，甚至呼图克图宫中发生之事会立刻为人们所知晓。

当然，中国电报局长会将其报告北京。”[26]另一方面，陆徵祥曾向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提出希望

中国电报员返回蒙古电报局工作，[27]其目的是进一步增加情报的来源。 

而后恰克图会议上，中方代表据理力争，已经在电报权问题上占据主动，俄国专使无理取消已

议条文，中国政府顾全大局，陈箓亦忍辱商谈，但毫无进展，只得发表照会，坚持对外蒙铁路、电

线、邮政权的所有。但俄方拒不让步，每每以“变更前议”相要挟，北京政府不得已，在“舍实求

名”的谈判原则下②，只得以放弃税则、铁路、邮电等“实利”换回中方在外蒙的“宗主权”。虽然

采取“舍实求名”的策略，致使中方在外蒙的权益受损，但却迫使外蒙取消独立，为 1919 年完全恢

复外蒙主权创造条件。谈判之后，中方更是积极筹划安插七名中国电报员进入外蒙电报局工作，实

际掌控外蒙通讯系统，虽有俄方阻挠，但最终还是有四名中国电报员留任，是俄方电报员的两倍。

同时，陈箓利用此事促使外蒙政府答应哲布尊丹巴接受中国政府册封，这在国际法上意味着中国对

外蒙主权、领土的所有，从法理上证明了外蒙从属中国，并非独立国家。 

（二）俄国——技术侵略的掩饰性、两面性和妥协性 

俄国政府策动、支持外蒙摆脱中国政府，转向投靠自己，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之中，显然不能

毫不掩饰对其进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所以俄国在外蒙以交通、通讯技术为侵略手段的一切侵略活

动，都会显示出与殖民地不一样的特征。 

首先是技术侵略的掩饰性。俄国并没有直接出兵抢占外蒙电报局，而是借助外蒙官兵控制外蒙

已有电报线路，并在“促进当地科技、经济发展”的幌子下，进一步控制外蒙交通、通讯系统，这

就是其侵略的掩饰性。 

密勒尔劝说外蒙政府架设孟达至乌里雅苏台间电报线，表面上宣称这条电报线一旦投入使用，



 

6 
 

蒙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电报与地方当局建立联系，同时俄蒙之间的贸易也因为有了电报而快速发展，

这使得电报收益十分可观，如此一来蒙古政府在维护统治、增加收入上都因这条电报线的架设而得

利。实际上，在他给俄国外交大臣的电文中，却明明白白的写着“俄国政府之目的似乎也不让蒙古

发展经济”。[28]原因很简单，只要外蒙经济依靠俄国，那么它将永远处于后者的掌控之中。另一方

面，外蒙最重要的三个城市是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只有掌握了这三个地方，才算完全控制

外蒙，孟达——乌里雅苏台是纵线，并没有将这三个城市连接在一起，而外蒙政府提出的科什阿加

奇——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电报线是横线，正好将这几个主要的城市贯穿，这就是三音

诺彦汗等人为什么改变电报条约的原因。由此可见其掩饰性之一斑。 

其次是帝国主义为达目的而表现出两面性——利诱与威胁并存。由于俄国不能直接对外蒙实行

殖民统治，所以为了达到统治目的，不得不需要采取“萝卜加大棒”式的侵略模式。密勒尔与外蒙

政府商讨签订电报条约的过程中，面对三音诺彦汗等大臣的虚与委蛇，密勒尔一方面以提供资金、

军事援助做引诱，一方面不断抛出拒签是敌视俄国的做法，将破坏俄蒙两方关系的言论相威胁，甚

至威胁说直接与中国进行谈判。这种两面性同样表现在外蒙电报局聘任中国电报员的事情上。 

此外，帝国主义还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三音诺彦汗在向俄国政府借款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

私人银行或个人寻求金钱上的帮助。这使得密勒尔不得不建议俄国政府重新考虑对电报条约内容进

行修改，在签署架设孟达——乌里雅苏台电线条约的前提下，从国库中再拿出 1 万卢布用于帮助外

蒙政府架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电线。[29]虽然最终结果如俄所愿，但帝国主义所表现

出的妥协性还是存在的。 

中俄争夺外蒙电报权这一案例，体现出外蒙原有宗主国中国与后来帝国主义国家俄国所表现出

的符合各自政治地位的不同特点，这也是技术与帝国主义研究中的特有现象。 

 

注释 

①在中俄《声明》文件以及恰克图谈判中，中国宣称对外蒙拥有宗主权，北京政府认为“所谓宗主权者，即一国之

内，某处地方之完全主权，受有一定限制而己”，这与殖民国家对殖民地自称宗主国含义不同。 

②“舍实求名”是指在对外主权争端中，在争取事实上的管辖权无望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治权即所谓的“实利”而

争取主权即所谓的“名分”，然后再等待时机逐步争回治权的外交策略。详细论述可参见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

（1911-1916). 台北:中央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1995 年.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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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and Russia 

scrabbled for the Wire telegraph of Outer Mongolia to carry out a number of contentions. Because the two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in Outer Mongolia's political status, they had the different behaviors. China did the best one 

can, but when Russia threatened by dominion, China had to submission. Russia did the technical aggression by 

the wire telegraph in Outer Mongolia. It emerged the imperialis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tealthy, two-faced and 

com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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